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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载人深空探索任务的计划与实施中,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确保航天员的安全和健康. 空间辐射是载人深空

飞行中威胁航天员健康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本文对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空间辐射风险评估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分析, 提出了当前与空间辐射风险评估有关的6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空间辐射品质因子的预

测、低剂量/剂量率辐射风险的外推、剂量和剂量率降低效应因子的预测、个体辐射敏感性差异的甄别、微重力

等空间因素对辐射风险的影响、以及太阳质子事件引起急性辐射损伤的评估等. 针对这些科学问题和挑战, 本文

还进一步讨论了在未来相应的研究或实践中需要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关键技术. 对载人深空探索中空间辐射风险评

估所面临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的梳理和分析可为有效降低空间辐射对航天员的健康风险提供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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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辐射是载人航天长期飞行中导致生物体损

伤、威胁航天员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也是制约载人

深空探索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而一直受到美俄等

载人航天大国的高度关注[1]. 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已将空间辐射列为航天生物医学发展路线图的

五大领域之一[2], 并于2012年提出(2015年修订)战略性

空间技术投资计划(strategic space technology invest-
ment plan), 将空间辐射缓解(space radiation mitigation,
SRM)技术列为美国载人航天工程中8大核心技术之

一[3]. 随着我国空间站和载人深空探索任务(如载人登

月和载人登火星任务等)的规划与实施, 确保航天员在

整个任务期间的健康和安全作为航天医学领域的首要

任务也提到了议事日程[4], 而其中的空间辐射风险评估

更是被视为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5]. 本文在简单介绍

了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有关辐射环境, 空间辐射量及

空间辐射的健康风险等背景知识后, 综述了目前空间

辐射风险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以及亟需解决的

关键技术. 这些科学和技术问题是明确该领域后续研

究方向和目标的基础.

1 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的空间辐射环境

载人航天器在飞离和返回地球时需要穿过称为范

爱伦带(Van Allen belts)的地磁场捕获带[6]. 深空飞行中,
载人航天器脱离了地磁场的保护, 其辐射环境根据飞

行阶段主要可分为两部分[7]: (1) 往返地球旅途中的空

间辐射环境, 主要辐射源是银河宇宙射线(galactic cos-
mic rays, GCR)和太阳高能粒子(solar energetic particles,
SEP); (2) 航天器所降落的星体表面的辐射环境, 除了

GCR和SEP外, 还有星体吸收原初辐射后所释放的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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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 (secondary radiation). 此外, 若目标星球存在磁层,
航天器降落星体过程中航天员也将受到该星体磁场俘

获带辐射(trapped belt radiation, TBR)的影响.
GCR是来自太阳系之外的带电粒子流, 粒子的能

量范围从几十eV到1012 MeV, 主要由质子(~85%)、氦

离子(~14%)和高能重离子(约1%)组成[8]. 重离子在

GCR中虽然通量较低, 但通常具有较高的能量和传能

线密度(linear energy transfer, LET), 难以屏蔽. 重离子

击中人体后能造成细胞、组织、器官的严重损伤, 对

航天员健康造成的危害也非常大[9]. 此外, GCR还具有

各向同性的特点, 同时也受太阳活动周期以及星球磁

场调制的影响[8].
SEP是指太阳耀斑爆发或日冕物质抛射时释放出

的大量高能带电粒子, 其能量可高达1 GeV/n[6]. 由于质

子占了总粒子数的90%以上,因此也把这种太阳大量抛

射高能粒子事件称为太阳质子事件(solar proton event,
SPE). SPE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但其发生频率和

强度与太阳黑子活动(sunspot activity)周期有关, 在太

阳活动强的年份发生的可能性较大[10]. 具有较大辐射

通量(≥109 protons/cm2)的SEP是一种重要的急性辐射

危险源. 对于深空探索任务, 舱外SEP辐射剂量率的范

围一般为0~500 mGy/y, 而舱内SEP辐射剂量率的范围

一般为0~100 mGy/y[6].
当航天员在星体表面活动时, 除了GCR和SEP(考

虑到星体的遮挡效应, 这时可认为二者均只有2π立体

角的辐射)外, 星体吸收宇宙辐射后所发生的次级辐射

成为影响航天员健康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辐射来源[11].
对于表面无大气的星体, 其星体表面辐射主要与星体

的位置、大小、形貌和表面化学组分等有关; 对于表

面有大气的星体, 其星体表面辐射主要与大气的特性,
如密度、温度, 以及高度和表面地貌等有关[7].

2 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的空间辐射量

根据NASA在阿波罗(Apollo)任务中的实际空间辐

射监测结果可知, 探月旅途中的空间辐射的有效剂量

率为0.7~3 mSv/d[12]. 由于月球缺乏相应的大气层和磁

场屏蔽, 所有能量范围的GCR和SEP辐射都可进入到月

球表面. 与地球表面的辐射相比, 月球表面的空间辐射

量会有显著的提高[13]. Wilson等人[14]和Clowdsley等
人[15]采用HZETRN仿真程序预测了月球表面的GCR和
SEP辐射环境以及不同材料屏蔽厚度(0~100 g/cm2)下
造血器官(blood forming organs, BFO)的剂量当量率. 结

果发现, 当屏蔽材料厚度较小, 太阳活动最活跃和最平

静的条件下BFO的剂量当量率分别为0.3和1 mSv/d. 据
此可知, 在太阳活动的高峰和低谷年份, 月面BFO所受

的年均剂量当量约为110和380 mSv. 而当屏蔽材料厚

度较小时, 大型SPE的发生使得BFO的剂量当量率可达

900 mSv.
NASA研发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Curiosity Ro-

ver)的防护措施与载人飞船的类似, 其所携带的火星科

学实验室(Mars science laboratory, MSL)测量了2011年
12月6日~2012年7月14日巡航到火星, 以及之后在火星

表面活动时的深空高能粒子辐射环境[16,17]. 根据测量到

的辐射流量、GCR剂量率和平均辐射品质因子(quality
factor, Q)等可计算空间辐射的剂量当量率. 结果显示,
好奇号往返火星旅途的剂量当量率为1.84 mSv/d, 而火

星表面的剂量当量率为0.64 mSv/d. 若按照往返火星均

为180天, 在火星表面停留500天计算, 载人登火过程中

航天员接受的GCR有效剂量将达到982.4 mSv[18]. 这个

数值约为地面上的公众在同样天数中接受的有效剂量

5.65 mSv(按年平均有效剂量2.4 mSv[19]计算)的175倍
左右.

Setlow等人[20]的研究, 假设经历为期3年的深空飞

行, 尽管采取一定的屏蔽措施, 航天员组织中每个细胞

的细胞核仍会被平均约400个质子、0.6个碳离子和

0.03个铁离子击中. 这意味着, 人体约60%的细胞会受

到具有高损伤能力的碳离子的攻击, 3%的细胞会受到

具有更高损伤能力的铁离子的攻击. 此外, Cucinotta等
人[21]根据数学模型预测, 航天员飞向火星的旅途中, 体
内每个细胞在数天内将遭遇1次质子或者次级电子的

攻击, 一个月内将遭遇1次氦粒子的攻击, 一年内可遭

遇1次高能带电(high-energy charged, HZE)粒子的攻击.
Saganti等人[22]仿真模拟了在太阳活动最平静期的火星

表面辐射环境, 并计算了皮肤接受的剂量当量. 结果显

示, 在火星表面, 皮肤接受的总剂量当量与高度有关,
平均在200~300 mSv/a. 这些模拟计算的结果总体上与

MSL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

3 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空间辐射健康风险

空间辐射对航天员的健康风险在于, 空间辐射可

以导致航天员组织或器官中遗传物质的损伤, 如DNA
双链断裂(double strand break, DSB)、基因突变和染色

体畸变等, 引起细胞失活和基因组的不稳定性, 从而破

坏人体骨髓、皮肤、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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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或系统 , 引发白内障甚至癌症、白血病等疾

病[23,24]. 一般将航天员的组织或器官等因受空间辐射

而导致损伤, 引起疾病发生的概率称为空间辐射健康

风险(以下简称“空间辐射风险”)[24]. 根据NASA提出的

“人类空间探索任务风险降低策略”(risk reduction strat-
egy for human space exploration)以及“空间辐射综合研

究计划”(space radiation integrated research plan), 将空

间辐射风险主要分为4大类[23], 分别为辐射致癌风险

(risk of radiation carcinogenesis)、太阳粒子事件导致

的急性辐射综合征风险(risk of acute radiation syn-
dromes due to solar particle events)、中枢神经系统的

急/慢性辐射风险(risk of acute or lat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ffects from radiation exposure)和退行性组织或

其他健康效应的辐射风险(risk of degenerative tissue or
other health effects from radiation exposure).

空间辐射致癌风险主要由GCR引起, 一直是NASA
最为关注的空间辐射风险之一[25]. 为此展开的研究中,
涉及空间辐射诱导癌症发生过程中的各种潜在生物标

志物变化的研究较多[26], 而对于空间辐射诱导癌症发

生/致死等直接动物学实验研究则存在明显不足[24,27].
SPE导致的急性辐射综合征风险主要是指航天员在接

受致死性或潜在致死性的辐射剂量后引起的一系列急

性效应[28], 这是制约航天员舱外活动距离和时间长短

的关键因素, 也对辐射防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9]. 空间

辐射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慢性风险也是近期该领域

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因为最近的研究表明, 低剂

量的空间辐射暴露可能会引起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30]

以及海马区损伤[31]等. 退行性组织风险包括空间辐射

对心脏、循环、内分泌、消化等组织或系统的危害[25].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
ological Protection, ICRP)在2012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出,
循环系统疾病和白内障是两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与辐射

相关的退行性组织风险[32], 亟需重点关注与研究.
按照照射剂量与健康效应的关系来分, 空间辐射

暴露对人的健康效应可分为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
前者通常存在一定的阈值, 其严重程度随辐射剂量的

增加而增加; 后者通常认为满足线性无阈值(linear-no-
threshold, LNT)假设, 其严重程度与辐射剂量大小无

关, 发生概率随剂量增加而增加[33,34]. 为了有效地保障

航天员的健康安全, 空间辐射防护既要防止确定性效

应的发生也要降低随机性效应发生的概率.
确定性效应, 又称为“有害组织反应”, 一般发生在

特大SPE爆发或者长期进行舱外活动时. 如果航天员所

接受的空间辐射剂量超过一定的阈值, 一些特有的临

床症状, 称为急性辐射综合征, 就会出现. 急性辐射综

合征的起始、历经时间和严重性主要取决于辐射剂量,
一般在接受辐射后数天、甚至更短的时间(4~24 h)内
出现[26]. 主要症状包括头痛、眩晕、不适、嗅觉或者

味觉异常、恶心、呕吐、腹泻、疲劳、血压降低、白

细胞或血小板减少等[26]. 急性辐射综合征中有3个系统

的症状最为明显, 即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造血

系统. 一般情况下, 当辐射剂量为1~10 Gy时, 会表现为

明显的骨髓造血系统损伤; 当辐射剂量为10~50 Gy时,
会表现为明显的消化系统损伤; 当辐射剂量超过50 Gy
时, 会表现为明显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 另外, 可导

致白内障、皮肤病、心脏病等疾病的辐射剂量限值也

常被用于评估辐射引起的急性辐射综合症的风险. 例

如, NASA根据美国辐射防护与测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Measurements,
NCRP)在132号出版物(NCRP-132)中规定的确定性效

应剂量限值[35], 提出了短期或职业生涯中不同器官或

系统发生确定性效应时辐射剂量当量的推荐限值(单
位为mGy-Eq)[6,36].

不足以引起确定性效应的辐射剂量却可引起随机

性效应的发生. 随机性效应一般在受到辐射数月或数

年后才会显现, 主要表现为患癌症和遗传性疾病等的

可能性(即“概率”)将会高于普通的人群. 在估计空间辐

射随机效应风险时, 最重要以及最受关注的是空间辐

射诱导的癌症风险. 该风险主要依赖于辐射剂量、剂

量率、辐射品质、癌症潜伏期、以及航天员接受辐射

暴露的年龄、性别和个体敏感性等因素[37]. NASA等国

际性组织建议, 受辐照人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辐射

暴露诱导的癌症死亡风险(risk of exposure-induced
death, REID)应小于3%[36]. 根据这个风险限值, NCRP
在98号出版物(NCRP-98)[35]和NCRP-132[38]中分别提出

了不同年龄和性别受辐照人员在10年职业生涯中发生

随机性效应时辐射有效剂量的推荐限值(单位为mSv).
此外, 根据REID风险限值, NASA在最近的文献[6,36]
中给出了在长达1年的空间飞行任务中航天员所接受

的有效剂量限值和因癌症死亡而导致的平均寿命损失

预测值.

4 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空间辐射风险评估

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 航天员长期在轨或舱外活

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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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得空间辐射引起的健康风险明显增加, 这可严重

影响航天员的健康, 甚至影响载人深空探索任务的实

施. 因而, 事先就需要对空间辐射风险进行有效的评

估. 目前认为, 空间辐射致癌风险是最重要的风险类

型, 因此评价长期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航天员的空间

辐射风险主要是预测航天员的癌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空间辐射致癌风险一般并不能直接通过实验测量而获

得, 而是需要结合辐射计量学和生物物理学并通过计

算而确定[23]. 以NASA为首的一些国际航天组织认为,
空间辐射致癌风险的决定因素主要有: 辐射类型(粒子

谱)、辐射强度(能谱、LET谱, 以及吸收剂量等)、飞

行时期太阳活动情况、飞行任务总时间, 以及受照对

象的特点(航天员接受辐射暴露的年龄, 航天员的性

别、个体辐射敏感性和生活习惯等)等[9,39].
国际上一般利用轨道参数和空间辐射场模型(包括

GCR和SEP等宇宙线模型)计算舱外空间辐射环境; 然

后, 根据飞船材料防护模型, 计算舱内的粒子谱和LET
谱, 以及航天员不同组织或器官所接受空间辐射的吸

收剂量DT(Gy)及其相应的LET谱等; 在此基础上, 根据

LET依赖的辐射品质因子Q, 可计算相应的剂量当量HT

(L)(Sv); 继而, 根据器官的组织权重因子ωT, 计算航天

员的有效剂量E(Sv); 最后, 根据日本原子弹大爆炸幸

存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和普通人群各种癌症发生率

或致死率的背景数据, 使用风险传递模型(risk transfer
model)计算辐射致癌的发生率或致死率.

辐射风险的不确定性指的是癌症风险预测值95%
置信区间的上限与中位值的比值[36]. 使用上述方法评

价长期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空间辐射引起航天员的癌

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的评估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且该不确定性明显大于地面辐射暴露(如胸透和计算

机断层扫描等)引起癌症风险的不确定性[1,18], 如图1所
示. 对于载人深空探索任务, 目前空间辐射致癌风险评

估的不确定性高达400%~600%[1]. Marco Durante[18]的
研究表明, 利用目前空间辐射的监测数据, 如剂量和

LET谱等预测航天员的早期癌症致死风险, 其不确定

性甚至可达400%~1500%. 过高的辐射风险不确定性已

成为制约载人深空探索任务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之一.
总的来说, 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航天员的空间辐

射风险评估中的不确定性主要与以下6个方面的因素

有关[1]: (1) 辐射品质因子的预测; (2) 低剂量辐射风险

模型的建立; (3) 剂量和剂量率降低效应因子的预测;

(4) 个体辐射敏感性差异的甄别; (5) 微重力等空间因

素对辐射风险的影响; (6) SPE引起的急性辐射损伤的

评估. 而引起这些问题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分别

是: 缺乏重离子辐射生物学效应数据、经典的低剂量

辐射风险外推模型存在较大的争议、缺乏高LET辐射

或空间辐射流行病学数据、没有考虑个体敏感性差

异对辐射风险的影响、没有考虑微重力等其他空间

因素对辐射风险的影响、缺乏准确的SPE预测模型以

及急性辐射损伤评估技术等. 下面将就这些因素展开

讨论.

4.1 空间辐射品质因子的预测

空间辐射品质因子被认为是一种定标变量, 可将

不同LET辐射的剂量转化为引起相同生物学效应的低

LET辐射(如X射线或γ-射线等)的剂量[40], 即所谓的剂

量当量. 由于重离子辐射生物学效应数据(尤其是重离

子诱导动物肿瘤发生或致死率数据)的缺乏, 估计的辐

射品质因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不确定性约为

300%[40,41].
事实上, 辐射品质因子的计算方法一直在不断地

修订中. ICRP在1990年定义的辐射品质因子Q主要由

图 1 (网络版彩色)地面和空间辐射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 其中,
Chest X-ray表示胸透, computed tomography(CT)表示计算机断层扫

描, 两者均为常见的地面辐射暴露. 图中显示不同地面和空间任务条

件下, 40岁(空间任务中航天员的典型年龄)成年人患癌症风险的预测

值和95%置信区间的范围. 空间任务包括国际空间站任务、登月任

务和登火任务等. 图片来自于文献[1]
Figure 1 (Color online) Uncertainties in space and terrestrial radiation
exposures. Both of chest X-ra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re the
typically terrestrial radiation exposures. The figure shows the current
estimates of cancer risks and 95% confidence bands for adults of age 40,
the typical age of astronauts on space missions for several terrestrial
exposures and space miss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
the lunar and Mars colony. Figure modified from r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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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决定[42]

Q L
L

L L
L L

( ) =
        1,                          < 10 keV/µm,
0.32 2.2,        10 100 keV/µm,
300 / ,                    > 100 keV/µm.

(1)

进一步研究表明, 辐射品质因子不仅与LET有关,
还与粒子类型、能量和辐射生物学效应终点有

关[24,43,44]. 对于相同的LET, 不同类型的辐射粒子, 它们

引起的辐射生物学效应可能不同,所以仅仅使用LET依
赖的辐射品质因子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空间辐射风险.
而正是基于这一点, ICRP在1991和2007年对此进行了

两次相应的修订, 所推荐的辐射权重因子(radiation
weighting factor, wR)如表1所示.

NASA[24,44]和ICRP[46]分别于2012和2013年提出了

空间辐射品质因子新的计算方法. 该品质因子不再仅

是LET的函数, 而是与电离辐射的径迹结构有关, 其计

算表达式为

Q Q E Z Q E Z= ( , ) + ( , ). (2)NASA low high

式中, Qhigh和Qlow分别代表电离辐射径迹结构中核心区

(track core)和半影区(track penumbra)的贡献, 其计算表

达式为

Q E Z P Z E( , ) = 1 ( , ), (3)low

( )
Q E Z

P Z E
L( , ) =

/ ( , )
, (4)high

0

其中, P(Z,E)可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P Z E( , ) = 1 e (1 e ). (5)Z
m

E/ /0.1*2 2

(3)~(5)式中, β为辐射粒子速度与光速之比, L为传能线

密度, Σ0(辐射作用截面的最大值), m(辐射作用截面随

着电离密度的斜率)和κ(辐射作用截面的饱和值)为与

辐射生物学效应有关的参数, αγ为低LET辐射(γ射线)诱
导的人类流行病学数据中辐射剂量与癌症发生率或致

死率回归曲线线性部分的斜率.此外, Z*为有效电荷,其
计算表达式为

Z Z= 1 e . (6)Z*
1.25

2/ 3

为了计算方便, 对于实体癌, NASA建议Σ0/αγ=2700/
6.24, m=3, κ=550(1000, Z≤4); 而对于白血病, NASA
建议Σ0/αγ=1750/6.24, m=3, κ=550(1000, Z≤4)[47]. 这些

研究表明, 目前对空间辐射品质因子并未形成统一的

认识, 亟需系统深入地进行辐射生物学效应的相关研

究[48].
以往对于辐射生物学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直

接效应”(又称为“靶效应”)上[49~51], 这种效应是由射线

直接将能量沉积在细胞内的某个结构而引起. 近些年

研究发现, 辐射还可引起基因组不稳定性和旁效应等

“间接效应”(又称为“非靶效应”), 尤其是在低剂量范围

内[52,53]. 基因组的不稳定性会导致细胞的后代产生辐射

生物学效应, 包括染色体异常、微核形成、甚至表型

性状的改变等[53]; 旁效应则是指未受到粒子辐射的细

胞由于接收到周围受辐照细胞产生的损伤信号而产生

辐射损伤[1]. 由于地基加速器的限制以及辐射生物学效

表 1 ICRP推荐的辐射权重因子a)

Table 1 ICRP recommended radiation weighting factor (wR)

粒子种类 wR(1991) wR(2007)

所有能量的光子 1 1

所有能量的电子和u介子 1 1

中子, 能量<10 keV 5

E

E

E

=

2.5 + 18.2e ,                   < 1 MeV,

5.0 + 17.0e ,       1 MeV 50 MeV,

2.5 + 3.25e ,              > 50 MeV

R

En
n

En
n

En
n

[ln( )]2/6

[ln(2 )]2/ 6

[ln(0.04 )]2/ 6

10~100 keV 10

>100 keV~2 MeV 20

>2~20 MeV 10

>20 MeV 5

质子, 反作用质子, 能量>2 MeV 5 2

α粒子, 分裂碎片, 重核 20 20

a) 数据来自于ICRP的60和103号出版物[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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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机制极为复杂, 一般难于通过单纯的实验获得连

续LET谱和不同辐射类型的生物学效应. 如何准确计

算不同LET辐射的相对生物学效应(relative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 RBE)是预测辐射品质因子的关键问题[54].
而要想实现这一科学目标, 就需要建立更加合适的辐

射生物物理模型[55~57].
根据辐射引起的生物学效应的不同, 辐射生物物

理学模型主要包括“靶效应模型”和“非靶效应模型”,
如图2所示. 目前的实际应用主要集中在靶效应模型,
包括靶理论(target theory)[58]、基于分子理论[59]和双元

辐射理论[60]的线性平方(linear-quadratic, LQ)模型、修

复动力学模型(修复-错误修复(repair-misrepair, RMR)
模型[61]、潜在致死修复(lethal-potential lethal, LPL)模
型[62,63]、饱和修复(saturable repair)模型[64]以及巨大环

状二元损伤(giant loop binary lesion, GLOBLE)模型[65]

等), 径迹结构模型(track structure model)[66,67]等. 近些年

出现的非靶效模型主要包括: 描述旁效应的状态向量

模型(state-vector model)[68], B&D模型(bystander and
direct model)[69], 旁效应扩散模型(bystander diffusion

model)[70], 三维点阵模型(3D lattice model)[70]等, 以及

描述基因组不稳定性的两阶段、三阶段及多阶段肿瘤

模型(multistage clonal expansion model)[71]等. 尽管“靶
效应模型”和“非靶效应模型”大多能解释某些辐射生

物学效应现象, 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 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具体可参考相关文章[72~74]. 模型的

局限给空间辐射品质因子的准确预测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 因此亟需建立更加合理的辐射生物物理模型以准

确地预测辐射品质因子.

4.2 低剂量辐射风险外推模型

目前, 相关的主要国际组织(如ICRP, NCRP和
NASA等)在进行辐射防护实践中一般使用LNT模型进

行低剂量辐射风险外推. 其中, LNT模型一般指的是,
辐射剂量低于50~100 mSv的任何剂量都会引起癌症、

生育缺陷和遗传突变等随机性效应风险, 其发生风险

的大小与剂量遵循线性无阈值的响应规律, 辐射风险

具有可加性[45]. Preston等人[75]利用近似调整泊松回归

模型的方法, 比较了多种剂量效应模型对辐射暴露诱

图 2 (网络版彩色)辐射生物物理模型及其扩展的发展图示

Figure 2 (Color online) Historical synopsis related to the radiation biophysical models and their ext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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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致癌风险(risk of exposure-induced cancer, REIC)的
数据的拟合效果. 结果表明, 超额相对风险(excess rela-
tive risk, ERR)和超额累加风险(excess additive risk,
EAR)等LNT风险传递模型具有最好的拟合效果. 不同

的研究报告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REIC或REID, 其关键

假设在于如何联合ERR和EAR模型的预测结果. 一般

地, 将ERR模型的预测权重定义为vT, EAR模型的预测

权重定义为1−vT. NCRP-132推荐使用ERR和EAR模型

的算术平均计算实体癌(solid cancers)风险, 使用EAR
模型计算白血病(leukemia)风险[35]. 美国辐射生物效应

委员会(Committee on Biologic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BEIR)在VII报告(BEIR VII)中推荐使用ERR
和EAR模型的几何平均计算大多数癌症风险[76]. 对于

组织特异性的癌症类型(如肺癌、乳腺癌和甲状腺癌

等), 其权重vT的大小并不一致[76].
总的来说, LNT模型对于组织特异性的癌症发生

率数据具有很好的拟合效果. 然而, 在低剂量条件下,
辐射诱导的非靶效应, 包括旁效应、基因组不稳定性

和适应性反应等的发现也给LNT模型带来新的挑

战[77,78]. 这些生物学效应也可影响辐射诱导的癌症风

险[53]. 而所有这些效应的发生机制及其对癌症发生或

致死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阐明, 这就导致了低剂量辐

射风险评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常用的LNT模
型, 还存在其他低剂量辐射风险外推模型, 如线性有阈

值、高辐射风险模型(向下弯曲的低剂量辐射风险外

推)、低辐射风险模型(向上弯曲的低剂量辐射风险外

推)和兴奋效应模型等[34,79,80](图3). 但由于缺乏一致性

的实验证据, 这些模型尚未获得业内的普遍认可[80,81].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辐射诱导的非靶效应发生机

制及相关的风险外推模型, 以期建立更加准确的进行

癌症风险预测的低剂量辐射风险外推模型.

4.3 剂量和剂量率降低效应因子的预测

由于缺乏高LET的流行病学数据, NASA对航天员

的空间辐射风险评估主要是基于二战后期原子弹大爆

炸幸存者的寿命调查(life-span study, LSS)数据获得年

龄和性别依赖的单位剂量低LET辐射诱导的癌症发生

率或致死率[24]. 这些风险系数的获取是源于高剂量/高
剂量率的地面辐射. 而剂量率是影响DNA修复, 持续

性氧化应激、细胞周期敏感性以及细胞增殖等关键因

素, 因此利用该风险系数评估低剂量/低剂量率的空间

辐射风险必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不确定性约

为150%[40,41]. 目前, 剂量和剂量率降低效应因子(dose
and dose-rate reduction effectiveness factors, DDREF)
常用于低剂量/低剂量率下空间辐射诱导的实体瘤风险

预测. 其中, ICRP推荐DDREF应在空间辐射的吸收剂

量小于0.2 Gy的条件下使用[45]. 而NASA则考虑到空间

任务中航天员所接受的辐射量具有低剂量和低剂量率

的特点, 认为当地面辐射(如γ-射线)的剂量为0.05~2 Gy
时使用DDREF为宜[82].

表2汇总了最近在不同的研究中提出的DDREF推
荐值和预测值. 其中, NCRP发布的98号报告(NCRP-98)
建议的空间辐射风险评估方法中认为实体癌DDREF为
2.5[38], 而NCRP-132则推荐DDREF为2.0[35]. 基于对LSS
和小鼠肿瘤数据的贝叶斯分析, BEIR VII报告中推荐

DDREF为1.5[76]. 当DDREF的推荐值从2.0降到1.5时,
辐射诱导的实体瘤风险的预测值将提高33%. 联合国

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 of Atomic Radiation, UN-
SCEAR)使用LQ模型对LSS数据中的总实体癌致死率

数据进行分析, 推荐DDREF为1.22[83]. 然而, Jacob等
人[84]通过对12名辐射从业者的流行病学数据与LSS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 建议DDREF应为0.83 [0.53, 1.96]. 美
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使用

图 3 (网络版彩色)低剂量辐射诱导癌症风险的不同可能的外推图

示. 其中, 灰色表示线性外推, 曲线a表示向下弯曲的外推, 曲线b表示

向上弯曲的外推, 曲线c表示线性有阈值外推, 曲线d表示兴奋曲线外

推. 图片来源于文献[80]
Figure 3 (Color onlin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possible
extrapolations of radiation induced cancer risk to low dose. Gray curve,
linear-no-threshold extrapolation; curve a, downwardly curving extra-
polation; curve b, upwardly curving extrapolation; curve c, linear
threshold extrapolation; curve d, hormetic extrapolation. Figure
modified from ref.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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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行病学评估模型中将DDRFE认为是服从加权离散

分布(weighted discrete distribution), 其平均值为1.75[85].
而在NASA的方法中, 实体癌DDREF被认为服从对数

正态分布(log-normal distribution)或t分布(student’s t-
distribution), 但在不同的组织或器官的癌症数据中其

分布中的参数(如均值或方差等)并不一致[23]. 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 目前对DDREF的推荐值并未形成统一的认

识, 亟需深入地对剂量率依赖的辐射生物学数据以及

流行病学数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4.4 个体辐射敏感性的差异

目前所采用的空间辐射风险评估方法, 大都将不

同的航天员(包括不同组织或器官)视为空间辐射响应

相同的个体. 实际上, 不同个体间存在的辐射敏感性差

异, 将显著地影响空间辐射诱导癌症风险评估的准确

性.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人群中个体对癌的易感性有很

大的差异, 即人群中存在对癌高度易感的遗传学亚群,
如Li-Fraumeni综合症患者、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

(ataxia telangiectasia, AT)患者、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

等[87]. 癌症易感性高的个体具有高的辐射致癌敏感性,
如Swift等人[88]研究发现, 电离辐射诱发AT患者的乳腺

癌发生率高出正常人群的5~6倍. 这主要是因为, ATM
基因突变会引起DNA修复功能缺陷, 从而导致基因组

的不稳定, 并进一步引起个体辐射响应的超敏感性. 除
此之外, 研究还发现很多癌基因、核苷酸切除修复基

因、碱基切除修复基因, DNA双链断裂修复基因等在

辐射敏感性中起关键的作用[87]. 总的来说, 个体辐射敏

感性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除受遗传因素影响外, 还
受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生理因素, 以及精神、心

理、情绪、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者一般通过检测生物标志物来预测细

胞、组织或器官, 甚至个体的辐射敏感性. 辐射生物标

志物是指在辐射暴露的条件下, 任何可检测的变化的

分子、细胞和生理学等指标[89], 主要包括细胞毒性标

志物(双着丝粒、染色体易位、复杂染色体交换、染

色体凝集、端粒长度、微核等), DNA损伤标志物(DSB
或者SSB、γH2AX、8-羟基脱氧鸟苷、53BP1等), 遗传

突变标志物(单核苷酸多态性、可遗传基因突变、拷

贝数变化), 转录组和转座子(ATM、CRP、细胞因子),
以及其他标志物(如存活率、细胞周期阻滞、代谢产

物)等(图4)[89]. 这些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确认对于准确

预测个体辐射敏感性, 乃至个性化空间辐射风险评估

具有重要意义.
在空间飞行过程中, 很多生物标志物, 如染色体畸

变[90]和微核率[91]等, 已经被用于表征航天员所接受的

空间辐射剂量, 继而预测空间辐射风险[92]. 但由于遗传

和生理学背景不同的个体辐射敏感性存在差异, 使得

这些生物标志物一般难以与辐射剂量直接关联[93]. 随

着高通量技术的发展, 很多其他的辐射生物标志物, 包
括基因、蛋白质、转录后修饰的分子以及代谢小分

表 2 人类或细胞和动物的实验研究中DDREF的值和预测值汇总
Table 2 Summary of recommendations estimates of the DDREF from human or experimental studies with cells and animals

年份 研究报告 数据来源或分析方法 DDREF预测值 参考文献

1980 NCRP-64 小鼠实体瘤数据 2.48 [86]

1989 NCRP-98 – 2.5 [38]

2000 NCRP-132 – 2 [35]

2003 NCI – 1.75 [85]

2006 BEIR VII 部分小鼠肿瘤数据 1.5 [1.0, 4.4] [76]

2006 BEIR VII LSS数据 1.3 [0.8, 2.6] [76]

2006 BEIR VII 联合贝叶斯分析 1.5 [1.1, 2.3] [76]

2007 ICRP-103 – 2 [45]

2008 UNSCEAR – 1.22 [83]

2009 Jacob等人 放射从业人员和LSS数据 0.83 [0.53, 1.96] [84]

2009 Jacob等人 细胞致癌性转化数据 [~1, >10] [84]

2010 NASA-2010 – 1.7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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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94~96]等, 也可用于预测空间辐射风险[89,93]. 那么, 如何

筛选并鉴定出特异性的空间辐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
对于准确地预测航天员的空间辐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于筛选辐射顿感的航天员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高通量技术产生的组学数据, 一般具有数据量大,
涉及的生物学机制复杂、层次丰富和空间多维等特

点[25]. 而系统生物学被认为是研究各种组学之间的关

系, 全面认识辐射致癌生物学机制, 尤其是生物分子网

络调控的关键. 一些国外的研究组已经开始运用系统

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在不同的物种和不同的时间尺度上

的辐射致癌机制, 以期揭示机体参与的关键生物学过

程及其关系[97]. 具体地说, 基因和分子网络研究可用于

绘制辐射致癌过程中机体系统响应的机制性和结构性

图谱[98]. 利用这种技术, Del Prete等人[99]揭示了癌症相

图 4 (网络版彩色)电离辐射生物标志物概况. 其中, A表示乙酰基团; M表示甲基基团; P表示磷酸基团; U表示泛素; 6-TG表示6-硫代鸟嘌呤; 8-
oxo-DG表示8-羟基脱氧鸟嘌呤核苷; CCR表示复杂染色体重排; CNV表示拷贝数变异; CRP表示C-反应蛋白; DSB表示双链断裂; GYPA表示血

型糖蛋白A; HPRT表示次黄嘌呤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 miRNA表示microRNA; PCC表示染色体超凝集; ROS表示活性氧; SNP表示单核苷酸

多态性; SSB表示单链断裂. 图片来源于文献[89]
Figure 4 (Color online) Overview of the biomarkers of ionizing radiation. A: acetyl group; M: methyl group; P: phosphate group; U: ubiquitin; 6-TG: 6-
Thioguanine; 8-oxo-DG: 8-Oxo-deoxyguanosine; CCR: complex chromosomal rearrangement; CNV: copy number variant; CRP: C-reactive protein;
DSB: double strand break; GYPA: glycophorin A; HPRT: hypoxanthine-guanin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 miRNA: microRNA; PCC: premature
chromosome condensation; RO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SNP: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SB: single strand break. Figure modified from ref.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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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多种炎症分子通路. 此外, 研究者在研究低剂量辐

射生物学时, 利用全面的组学技术, 包括蛋白质组学

(proteomic)、磷酸化蛋白质组学(phosphoproteomic)和
代谢组学(metabolomic), 分析了10 cGy的X射线对人类

组织的影响机制. 该项研究发现了低剂量电离辐射响

应的共同的分子和通路, 以及信号转导机制等 [100].
Zhao等人[101]建立了一套基于特征选择技术的多任务

组合算法, 并对神舟八号飞船搭载秀丽隐杆线虫的基

因表达谱数据进行分析, 获得了对空间辐射敏感的潜

在生物标志物. 因此, 利用组学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电

离辐射暴露下癌症的发生机制, 将有助于建立系统生

物学风险评估模型, 准确地评估人类空间辐射致癌风

险; 此外, 该方法有利于发现疾病诊断相关的生物标志

物, 为进一步用于生物学监测和生物对抗提供支撑等.
所以, 建立多尺度的系统生物学风险评估模型对于研

究辐射致癌机制, 以及实现空间辐射风险早期预警十

分重要.

4.5 微重力等空间因素对辐射风险的影响

载人航天飞行中, 航天员除了受到空间辐射的影

响外, 还遭受一系列的环境压力, 包括微重力、弱磁、

噪声、振动、昼夜节律的变化等. 其中, 微重力作为另

一个重要的空间环境, 其对航天员的影响不可忽视. 长
期微重力的作用可能使人体的某些系统或组织功能产

生损伤, 如心血管系统障碍、个体免疫系统抑制、骨

流失和肌萎缩等[18]. 目前尚不明确空间辐射和微重力

间是否存在协同生物学效应关系, 因此, 研究两者间是

否存在协同作用及其机制是准确地进行空间辐射风险

评估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迄今为止, 空间辐射与微重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的研究多数利用微生物、细胞、动物和植物等模式

生物进行. Bücker等人[102]利用竹节虫(Carausius moro-
sus)研究空间辐射与微重力的关系, 发现微重力能够加

强由于重离子辐射引起的突变率; 而与此相反, 经空间

飞行后的耐辐射奇球菌(Deinococcus radiodurans)在微

重力条件下的存活率及DNA修复相关蛋白表达均高于

地面对照组, 说明微重力条件可能降低了辐射造成的

损伤, 促进了DNA损伤的修复[103]. 但是, 有些学者指

出, 微重力对辐射造成的损伤并不产生干扰作用. 例

如, Kiefer和Pross[104]综述了在微重力条件下辐射诱导

DNA损伤的修复过程, 认为其并不受微重力条件的影

响. 在已有的研究结果中, 微重力对空间辐射诱导的

DNA损伤响应分别产生了增加、减弱以及无影响等3
种不同的结果[105,106]. 在长期深空探测任务条件下, 微

重力等空间因素如何影响空间辐射风险目前尚不清

楚. 因此, 在航天员的空间辐射风险评估中必须考虑空

间辐射与微重力等空间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联合影响,
这对于准确评估航天员空间辐射风险具有重要的

意义.

4.6 SPE引起的急性辐射损伤评估

由于SPE是威胁航天员出舱安全的重要风险因素,
因此就有必要尽量准确地对其作出预报. SPE的发生时

间和强度具有随机性, 而因对太阳活动产生的物理机

制还不清楚, 这使得对于SPE的预报一直存在很大的困

难. 目前, 主要基于空间和地面观测得到的数据, 利用

经验模型和统计模型, 如King模型[107]、JPL模型[108]、

ESP模型[109]等, 进行SPE的预报, 但实际的预报中误报

率(false alarm rate, FAR)一直偏高. 在考虑SPE通量时,
这些模型通常借鉴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某次最恶劣的

SPE进行分析, 这种做法显然缺乏统计学依据[110]. 此外,
人们尝试采用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 如神经网络[111]和

支持向量机[112]算法等, 来进行SPE的预报. 预报结果与

实验的偏差表明, 这些预报模型仍需不断地改进. 因此,
建立准确的SPE通量预测的应用模型也是空间辐射风

险评估和预警的一个关键技术. 除此之外, 在大型SPE
发生的条件下, 航天员不同的组织或器官的吸收剂量

存在很大的差异[113], 然而传统的急性辐射风险评估中

一般未考虑不同的组织或器官的吸收剂量的差异对空

间辐射品质的影响, 因此, 在急性辐射损伤评估研究中

需要进一步考虑吸收剂量和个体辐射敏感性对空间辐

射品质的影响.
综上所述, 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空间辐射风险评

估研究中涉及以下亟需解决的关键技术: (1) 基于辐射

生物物理模型的空间辐射品质因子评估技术; (2) 低

剂量空间辐射风险评估与预测技术; (3) 剂量和剂量率

降低效应因子评估与预测技术; (4) 空间辐射敏感性分

子标志物筛选技术; (5)基于系统生物学模型的早期空

间辐射损伤评估与预警技术; (6)微重力等空间环境因

素对空间辐射风险的影响分析技术; (7) 太阳粒子事

件的预报模型与急性损伤评估技术.

5 结论

空间辐射风险评估是确保执行载人深空探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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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健康和安全的重要问题, 但目前空间辐射风险

评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重

大课题. 本文对载人深空探索任务中的辐射风险评估

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系统分析, 总结了在以后

的研究或实践中必须要解决的主要关键技术. 只有这

些科学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相关的技术获得根本性

的突破, 才能确保航天员的健康和安全, 让载人深空探

索任务的实施有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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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载人深空探索中空间辐射风险评估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space radiation risk assessment in
manne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Lei Zhao1, Dong Mi2* & Yeqing Sun1*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ystems Biology,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2 College of Science,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mid@dlmu.edu.cn; yqsun@dlmu.edu.cn

Th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nne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should first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astronauts. Space radiation, mainly coming from galactic cosmic rays (GCR), solar particle events (SPE) and trapped belt
radiation (TBR), has been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s threatening the health of
astronauts in deep spaceflight missions. Health risks from these exposures mainly include four aspects: carcinogenesis,
acute radiation syndrom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amage and degenerative tissue effects, and the risk of carcinogenesis
remains a primary concern for manned deep space explorations. The difference in the radiation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deep space and the ground leads to a high uncertainty on the estimated health risk, which is currently the main hindrance to
manned interplanetary exploration.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related to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space radiation for
astronauts during manne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Six
main issues were raised in space radiation risk assessment, including estimation of space radiation quality, extrapolation of
low-dose/dose-rate radiation risk, prediction of dose- and dose-rate reduction effectiveness factor (DDREF), screening of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radiosensitivity, effects of microgravity and other stressors on space radiation risk, and assessment
of acute radiation syndromes caused by SPE. In addition, six corresponding key technologies were also discussed to
address these scientific issues and challenge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practice: (1) The more dose-response data in
experimental animals is needed for estimating the relative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 (RBE) for different high-energy charged
(HZE) particle types in different tissues. (2) The improved radiobiological models including targeted and non-targeted
effects models, are required for accurately estimating space radiation quality factors. (3)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DDREF for low dose and dose-rate radiations, and it should be further comfirmed whether the linear-no-
threshold (LNT) model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to extrapolate risk estimates in low dose and dose-rate through more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4) The biomarker selection techniques are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space radi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risk assessment models based on the space
radiation sensitive biomarkers using systems biology approaches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ng individual
radiosensitivities and disease risks induced by space radiation. (5) The influence of microgravity and other stressors on
space radiation risk need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6) More accurate SPE prediction models and the corresponding acute
radiation risk assessment models are also necessary in further studies.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uncertainties in space
radiation risk assessment can be fulfilled by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ffort in these critical technologies. The
arrang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critical issue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space radiation risk assessment in manne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can provide the strategies of reducing the health risk of astronauts induced by space radiation.

manne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space radiation, health risk, risk assessment, issue and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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